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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戴震义理之学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命运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论述，使读者对戴震义理之学

产生后近一百五十年的走向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并阐述了戴震义理之学所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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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戴震作为我国十八世纪中叶的著名学术宗师和思想巨擘，在对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

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戴震去世前后，其义理之学很快得到了传播和流行。其音训考

据之学，主要为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传承，世称“戴段二王”；其典章制度之学，

主要为任大椿所承传；其测算之学，则由孔广森所承传；其义理之学，则主要为阮元、焦循、

汪中及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刘师培等人所继承和发扬。于是，戴震之学很快

就突破地域界限，迅速波及到大江南北，“戴学所被，不徒由皖而苏而浙，且及于齐、鲁、

燕、豫、岭、海之间矣。”戴震所处的学术环境正值乾嘉考据学的鼎盛时期。尽管乾嘉时期

考据学成为了学界主流，但理学仍具有强大的思想影响力，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

思想和行为。特别是一些程朱理学的维护者和信仰者，仍以程朱之是非为是非，坚守理学之

壁垒，对一切敢于“非议”程朱理学者皆予以本能地抵制和排斥。在乾嘉考据学者中，戴震

不但以博大精湛的考据思想名噪海内，成为皖派学术的代表人物；而且以其对程朱理学“以

理杀人”批判之尖锐，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

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启导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曙光。对戴震的考据学成就，各派学者均给予

了高度的评价，称许其“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用功深细”，其学术“以考辨见长”，对此可谓

众口一词，无任何学者提出异议；但对戴震的义理之学及对理学的批判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对戴震义理之学所产生的这种历史现象，当今学者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

的评价。如侯外庐就认为，“乾嘉时代的戴震哲学在当时除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

学说，没有起着社会影响，因而历史的价值也是有限的。”[1]而肖萐父等学者却提出了相反

的观点，肯定戴震“从考据中开出义理”的思想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2]下面我

们分别通过清中后期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和历史地位问题做一

番梳理和评说，并就戴震义理之学的近代启蒙意义作出一些分析。 

二 

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义理之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

所著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以及《答彭进士允初书》等论著中。清中后期，对戴震义

理之学的内容及其价值，引起了各家各派不同程度的反响。他们或侧重于考据学阵营，或侧

重于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阵营。两大阵营，对戴震的义理之学，存在着两派截然对立的观点

即肯定派的观点和否定派的观点；还有一派在态度上介于肯定派和否定派之间，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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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姑且称之为游离派。 

肯定派 

对戴震义理之学持肯定态度的主要有洪榜、凌廷堪、钱大昕、焦循、阮元、黄式三、戴

望等人。洪榜“生平学问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

唯榜以为功不在禹下。”[3]认为其论“多前人所未发”，并称赞“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

以富民为本”。洪榜是深得戴学精髓且第一个鼎力表彰戴震义理之学的学者。他在为戴震所

作的《行状》中，全文收录了能集中体现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答彭进士允初书》一文，高

度评价戴震的义理之学“于老庄、释氏之说入人心最深者辞而辟之，使与六经、孔孟之书截

然不可以相乱”。[4]以为戴震之学“期于求是，亦不易之论。”洪榜的做法遭致了朱筠等人

的坚决反对，朱筠出于维护理学的政治要求，认为戴震义理之学“可不必载，唯性与天道不

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5]围绕戴学的“可传”与

“不可传”，洪榜与朱筠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洪榜认为戴学之“可传者”不仅在于名物

训诂方面的成就，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义理之学。洪榜对朱筠反对其将《答彭进士允初书》收

录其《行状》辩难的三条理由一一进行了驳斥，并宣称“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

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6]自觉维护

和坚持了戴震的义理学说。 

钱大昕也是一位对戴震十分倾服的学者，他称赞戴震为“天下奇才”，并作长达四千言

的《戴先生震传》，以表彰戴震之学问与思想。他肯定戴震“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

皆洞彻其原本，⋯⋯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

对戴震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稍后于洪榜的凌廷堪对戴震的义理之学也是推崇备至，自称“自附于私淑之末”。凌廷

堪在治学方法上深受戴震的影响，并著有《戴东原先生事略状》、《礼经释例》、《复礼论》等，

继承和发展了戴震的义理思想。在长达三千言的《戴东原先生事略状》中，凌廷堪对戴学的

地位和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先生（指戴震）则谓义理不可舍经而空凭胸臆，必

求之于古经。⋯⋯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

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学曲说而不

自知。”[7]凌廷堪不但对戴震实事求是的治学角度予以高度赞许，而且还十分确切地指出义

理之学为戴震“晚年极精之诣”，为“孟荀以还所未有”，“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

其功绩就在于使“古圣贤之心不为异学曲说所汩乱”。戴震的“《原善》三篇、《孟子字义疏

证》三卷，皆标举古义以刊正宋儒，所谓由故训而明理义者，盖先生至道之书也”。[8]在凌

廷堪看来，那些攻击戴震义理之学的理学家们，其实都是一些“非造其境者”，并没有真正

懂得戴震义理之学的精蕴。但是，凌氏在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戴震的义理之学的同时，却不

合时宜地提出了具有浓厚复古色彩的“复礼”说，主张以“礼”代“理”，认为“圣人之道，

一礼而已”，把“礼”推崇为天下唯一学问，并断言“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从这一点来看，

凌氏虽以私淑弟子自称，但与戴震义理之学之真精神仍有一定距离，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

一书中也指出了凌氏与戴震的差别。 

与凌廷堪同时稍后的焦循也是一名私淑于戴震的“江南名士”，他平生最服膺戴震的义

理之学，尤其是《孟子字义疏证》。他在《寄朱休承学士书》中这样说道，“循读东原戴氏之

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并说：“吾谓东原即此二书自足千古”。[9]据载，戴震临

终前曾说：“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于是理学家们以为戴震临

终前终于悔悟自己所做的一切。[10]针对理学家的这种说法，焦循给予了坚决的批驳，他高

度评价说：“东原生平所著书，惟《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善。⋯⋯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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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者，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

夫东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义疏证》、《原善》”。[11]在《国史

儒林文苑传议》一文中，他盛赞戴震“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义》一书，所以发明理、道、

情、性之训，分析圣贤老释之界，至精极妙”；[12]在《论语通释自序》中又指出，“《孟子

字义疏证》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焦循对戴震的义理之学表现了高度的

认同，他还撰有《读书三十二赞》，其中有《孟子字义疏证赞》，认为戴震对被理学搅得混乱

不堪的一些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从而重新回到了儒家的正道。像焦循那样倾心于戴震义理

之学的学者，在戴震的继承者中实不多见。为了弘扬戴震的义理思想，焦循还专门作有《申

戴》篇，驳斥理学家对戴震的攻击；他还作有《性善解》五篇，对戴震的自然人性思想予以

阐扬。 

阮元也是一位深受戴震思想影响的著名学者。阮元身居高官，延揽各学术大师共同编撰

如《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畴人传》等大型书籍。其中受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他的《研经堂集》中。阮元遵循戴震“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学术路径及戴震

义理之学的内在学术脉络，进一步发挥了戴震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揭露了理学“杂释老以为

言”、神化天理，宣扬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的谬误。在乾嘉考据学家中，阮元是不限于训诂

考据而注重阐发义理的学者，但他与戴震不同的是，戴震是借由文字训诂来阐述自己的思想，

而阮元则严格按照考据学治学宗旨，借由文字训诂来寻求其背后的“义理”。在总的思想层

次方面，阮元思想的成就只是在个别具体的问题上与戴震十分相近，他未能像戴震那样自觉

建立独立的义理思想体系。 

戴震逝世近百年后，又先后有两位戴震义理思想的有力传播者和继承者，一位是黄式三，

一位是戴望。 

黄式三终生未仕，著有《论语后案》二十卷、《儆居集》二十二卷。其中在《儆居集》

中，收有《申戴氏气说》、《申戴氏理说》、《申戴氏性说》三篇。这三篇著名的“申戴三说”

主要是黄式三针对翁方纲、方东树等人反戴学思潮而引发的。通过“三说”，黄式三将戴震

义理之学与程朱理学作了详细比较，通过对具体概念的分析剖解，指出了理学的荒谬之处，

肯定了戴震义理之学的思想价值。如在《申戴氏气说》中，他针对理学“理在气先”的观点，

进一步阐述了戴震生生不息、气化流行的元气实体论思想；《申戴氏理说》中，他列举了戴

震义理之学与程朱理学的七大差异，着重阐发了戴震进步的理欲观；在《申戴氏性说》中，

他也从七个方面指出了戴震与程朱之间的对立。通过黄式三与理学家对“驳戴”、“申戴”的

辩难，维护和继承了戴震的义理思想，清道光至咸丰年间，还有一位推崇戴震义理之学的学

者戴望。戴望曾对戴震的《中庸补注》进行了专门研究，并著有《戴氏论语注》二十卷、《颜

氏学记》十卷、《证文》四卷以及《谪 8堂遗集》四卷。戴望在《颜氏学记》中，第一次就

戴学与颜李学派的渊源关系作了系统比较研究，并得出结论说，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

所论述的“理存于欲”思想，就是来源于颜李学派的性理学说“而畅发其旨”。[13]这是戴

望首次指出戴学与颜李学派的渊源关系，为后人研究戴震的义理思想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

线索，如近代著名学者胡适、梁启超等人在〈戴东原的哲学〉中力倡戴学渊源于颜李学派，

其根源即本于戴望在《颜氏学记》中的这一断言。 

当然，在当时推崇、服膺戴震义理之学者还有不少人，但多限于片言只语的评价，此处

不再一一叙述。 

概括说来，自凌廷堪以后近百年间，服膺传承戴震义理之学者不但在治学态度和方法上

受戴震学术尤其是戴震义理之学的影响，就连他们的成名著作也多是在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

影响下写成的，如凌廷堪所著《复礼论》三篇，焦循所著《论语通释》，阮元所著《论语论

仁论》、《孟子论仁论》及《性命古训》等都是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影响下写作完成的。

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人与一生“称颂戴氏”的汪中、“志存闻道”的孙星衍、毕生“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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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学”的著名文学家李汝珍以及“承⋯⋯江戴诸儒之绪而扩充之”的戴震三传弟子俞正

燮共同弘扬和发挥了戴震的义理之学，维护了戴震义理之学的尊严，为清末民初章太炎、刘

师培、胡适、梁启超等人重新研究戴学并给予戴震义理思想以高度评价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

论基础。 

游离派 

所谓游离派是指那些仅仅把戴震作为一位著名的考据学家看待，而对其义理方面的思想

或理解上存在偏差，或前肯定后否定的学者，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段玉裁、章学诚等人。 

对于戴震的后学，梁启超曾经说过：“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为业者，莫如

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14]段氏与戴震以师生

相称，每有书信往来，共同切磋学问，情谊甚笃。段氏受戴震学术思想影响主要是在音韵考

据方面，其主要著作为《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尤其是《说文解字注》倾注了段氏

近 40年的心血，为文字学中之不刊之论。著名小学家王念孙评价该书为“千百年来无此作

矣”。在义理方面，段氏虽对戴震的思想没有完全理会，但在其所著的《戴东原先生年谱》

中，还是记载了戴震许多义理方面的言论和思想。他指出：“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

事，知无所蔽，行无少私，浩气同盛于孟子，精义上驾乎康成、程朱，修辞俯视乎韩欧焉。”

[15]段氏对戴震的考据与义理之学做了一定的概括，“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

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之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

[16]段氏认为戴学之根本就在于其“实”。段氏还强调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义理著作“以

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

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

病。”[17]因此只有懂得戴震这部正人心之要的“第一要著”，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戴震思想的

精髓。但是，段玉裁主要还是一个文字学家，尽管他对戴震的义理之学多有肯定，但他在问

学路径上却与戴震相异。戴震所谓“义理”，本源于六经、孔孟之实，是戴震思想所要达到

的最高理想目标及归宿；它是考核、文章之根本，“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

而后能考核，能文章。”段氏则站在考据学的角度，崇尚考核，以考核为“学问之全体”，[18]

并指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19]由此可见，尽管段氏斥责那些“求先生一

名一物、一字一句”的学者为“浅者”，但他主要还是继承了戴震的训诂之学，因而他所推

崇的只是戴震“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20]而对戴震义理之学的理解则颇有抵牾。 

与戴震同时的还有一位著名学者章学诚，他面对“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汉学潮流，

大倡“六经皆史”，为浙东史学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学诚虽主要致力于史学，但

自以为“知戴最深”，[21]他已经认识到“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

以然，将以明道也”。[22]肯定“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巨儒”，他说：“至今

无人能定戴氏品者，则知德者鲜也。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

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

性》、《原善》等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时人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

不知戴学者矣”。[23]在章氏看来，戴震的学问绝不只是停留在训诂、考据、制度等考据学

领域，而是将其目标放在“将以明道”的更高层面。但当时人们只是评价他在考据学方面的

成就，而对他在“义理”方面的论述和成就却以为类似于宋儒之言，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它。

而章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戴学之“绝诣”就在于“义理”方面，对戴震的义理之学表示了深

深的认同。章氏针对时人特别是朱筠、钱大昕等人对戴震的误解，对戴震的思想做了辩护，

认为他们对戴震的评价“不足以尽戴君”、“似买椟而还珠”。但由于当时章氏“人微言轻，

不足以动诸公之听”。章氏还认为戴学“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受戴震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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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也力主从考据中寻求义理，并主张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互相为用，学者应由考据而

达于义理。章学诚对乾隆年间人们对戴学“未尝有其识”、“人皆视以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

其为何等学”十分感慨。但是，章学诚又站在理学家的立场，竭力为程朱理学辩护，认为乾

嘉考据学之兴盛，皆由朱学发展而来，人们没有理由蔑视朱学。基于这一认识，出于对程朱

理学的维护，章氏对戴震批判程朱理学表现了深深的不满，章氏的这一倾向主要表现在戴震

的晚年，尤其是《孟子字义疏证》面世以后。章氏在戴震逝世前后写就的一系列文章和书信

中，批判和指责戴震“心术不纯”和“丑詈程、朱，诋侮董、韩”，是想“称孟子后之一人”，

如他认为戴学即是朱学“数传而后起者”，按章氏在《朱陆》篇中排列的朱学系统，戴震乃

是朱熹的六传弟子，[24]但戴震却反过来“薄朱氏之学”，实在是“饮水而忘源”，“忘其所

自矣”。章氏从此加入了攻击戴震的行列。章氏对戴震批判理学的指责，与两人早年确立的

学术路向不同，[25]但也与章氏本人计较个人恩怨、最后投奔戴震义理之学的否定者——朱

筠门下有关。 

否定派 

戴震的义理之学在不乏肯定者、继承者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否定。这

些反对或否定者部分来自于考据学阵营内部，但主要还是来自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阵营。来

自程朱理学阵营的代表人物有朱筠、纪昀、姚鼐、翁方纲、方东树等人；来自陆王心学阵营

的代表人物则主要是彭绍升。 

据记载，当戴震早年客居京城时，“馆阁通人”纪昀、王鸣盛、朱筠等人都曾前往拜访，

“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并“先后与先生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

生矣”。[26]可见，朱筠当时对戴震的学问及人品是极为推崇的，但当戴震的《孟子字义疏

证》面世后，朱筠对戴震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在戴学何者“可传”，何者“不可传”等问

题上，朱筠与洪榜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当洪榜撰著的《戴先生行状》全载《答彭进士允初书》

时，朱筠坚决表示反对，以为“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27]朱筠反对洪榜收入该

文的理由有三：一为“程、朱乃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其所立说，不得复有异同”；二为“经

生贵有家法，汉学自汉，宋学自宋。今既详度数、精训故，乃不可复涉及性命之旨”；三为

“儒生可勉而为，圣贤不可学而至”。况且“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

说乎？”在朱筠看来，汉儒“主于故训”而征实，宋儒“主于理义”而蹈空，各种学问程朱

已论之甚详，因此学者无须在“程朱之外复有论说”，更无须再阐发所谓“义理”。很显然，

朱筠所指乃为戴震的义理之学，他甚至认为，戴震的义理之学是“空谈义理，可以无作”。

[28]对戴震的义理之学采取了根本否定的态度。 

纪昀也与戴震相交颇深，曾作诗披露了他对戴震的学问及其为人的敬仰，推崇戴震为汉

郑康成以后“六经训诂“领域的宗师。[29]纪昀高度评价“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

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并在自己的著作如《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次引用戴说以

为己论，甚至在戴震逝世后，纪昀还是“偶展遗书百感生”。但是，当纪昀看到戴震写就的

《孟子字义疏证》后，对戴震开始持激烈批评的态度。据章太炎《释戴》篇记载，纪昀看到

《孟子字义疏证》后，“攘臂而扔之”，足见其愤怒之程度；并说该书“以诽清净洁身之士，

而长流污之行”。从纪昀对戴震学问与人品的推崇敬仰相比，纪氏之行为表现颇令人费解。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的理解是，纪氏十分推崇戴震的人格及治学精神，在对戴震的义理思

想及批判理学的态度上，纪昀作为程朱理学的信仰者，与戴震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

是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但我们也不排斥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说，纪昀对戴震著作“攘

臂而扔之”，纯属一种政治上的自我保护措施，是在做一种表面性的官样文章，是为了适应

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而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行为并不代表他本人的真实思想，其真实思想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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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戴震思想的深深认同。[30]埃氏此论显然没有被史书上的表面文字记载所左右，而更加

注重了他们之间的思想相同之处。）纪昀的这种行为说明了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人们常常存在

“言行不一”的情形，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违心做出一种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表面的”、“现

象的”与“真实的”、“本质的”不一致、不统一，往往对我们科学评价某一历史人物产生了

极大障碍，如何把握科学准确的尺度，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探讨。 

对戴震义理方面的思想，遭到了来自陆王一派的激烈反对，其典型代表人物是“好释氏

之学”、“好谈孔孟程朱”的彭允初。彭氏自称“年二十四始有志于学，以为学者求其在我者

而已”。[31]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评价说：“彭君好释氏之学，长斋佛前，仅未削

发耳，而好谈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证释氏之言。其见于著述也，谓孔孟与佛无二道，

谓程朱与陆王、释氏无异致。”当他看到戴震的《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后，认为二书

“所痛攻力辟者，尤在‘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而深感不满。彭氏站在理

学维护者的立场，作《与戴东原书》，就天道、人道、性命、理欲等方面向戴震提出了质疑。

针对彭氏的挑战，戴震毫不畏惧，作五千言的《答彭进士允初书》予以反驳。《答彭进士允

初书》是戴震晚年继《孟子字义疏证》后最重要的一篇阐发其义理思想的书信，是一篇对理

学家的挑战进行“应战”的战斗檄文。戴震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论战方法，

明确指出他与彭氏的观点“截然殊致”、“无毫发之同”，从而彻底揭露了彭氏出入于释老之

间的假道学本质。 

标榜“论学以程朱为宗”的姚鼐，早年因仰慕戴震之名欲拜戴为师，为戴婉拒。[32]

姚氏后来之攻击、诽谤戴震，与其早年这段经历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出于他对程朱理学的

信仰和维护。姚氏反复强调只有理学才得孔孟真精神，只有程朱才是孔孟的传人。他说：“儒

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名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正之而诋毁

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33]姚氏视程朱为“父师”，是不容“诋讪”的，视“洛闽以

来义理之学”“为维持世道人心之大，”是“不可诬”的。[34]他主张一切学问应“以程朱之

学为归宿之地”。[35]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他认为学者“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

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36]而戴震则是“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

妄不自量之甚矣”。[37]姚氏此论，并非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愚昧。其荒谬逻辑是：首先确

立一“权威”，然后任何反对此“权威”者，皆视为“愚妄不自量”。在他看来，戴震就是这

种“愚妄不自量”的人。本来属学术领域的争辩，变成了赤裸裸的人身诽谤和攻击。他指责

戴震“不读宋儒之书，故考索虽或广博，而心胸常不免猥鄙，行事常不免乖谬”。[38]他把

戴震遭受攻击之原因归结为“意乃欲程朱争名”，戴震的所作所为应遭到“身灭嗣绝”的报

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矛盾斗争之尖锐程度。 

当时还有一位对戴震义理之学大加攻击的理学家程晋芳。他在《正学论》中斥责戴震的

情欲思想“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大祸仁义又在佛、老、杨、墨”之上，[39]对戴震的义理之

学也做了否定性的结论。 

以“勿畔程朱”为圭臬的翁方纲对戴震的考据之学也曾十分推崇，认为“学者正宜细究

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40]翁氏并不一昧反对义理，而是主张“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

为主”。[41]因此当戴学被钱载等人讥为“破碎大道”时，翁氏很是替戴震鸣不平，并得出

结论说：“钱、戴二君之争辩，虽词皆过激，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42]但当戴震的《孟子

字义疏证》公之于世后，翁氏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评论说：“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

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

以立异于程朱，⋯⋯可谓妄矣”。[43]在这里，翁氏抛弃了他曾有过的“考订之学以衷于义

理为主”的学术主张，反过来指责戴震不应讲义理、谈性道，更不应有“异于程朱”的思想

言论。翁氏还专门作《‘理’说驳戴震作》，就戴震“言理力诋宋儒”对戴学予以批判。其实，

翁氏的所谓批判，充其量不过是站在程朱的立场对戴震义理之学的歪曲而已，丝毫无损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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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义理之学的巨大历史价值及其对近代启蒙思想的先导意义。 

三 

理学家对戴震义理说的攻击，至道光年间的方东树达到了高潮。方东树曾受学于姚鼐，

其为学也，专崇程朱，以为考据之学名为治经，实足乱经，著有《汉学商兑》等书。他说：

“余生平读书，惟于朱子之言为独契，觉其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抵触者，辄

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弊也。”[44]他对戴震“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

言性、言理为厉禁”。[45]深表不满，指责戴震“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

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杀人’”。[46]对于《孟子字义疏证》一书，

他更是贬为一无是处，他说：“《孟子字义疏证》，戴氏自称‘正人心’之书，余尝观之，轇

轕乖违，毫无当处”。[47]他对戴震义理之学的核心内容一一进行了反驳，如对戴震提出的

“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思想，方氏驳斥说：“若不问理，而于民之情欲一切体之，遂之，

是谓得理，此大乱之道也。”[48]再如对戴震提出的理学“以理杀人”，方氏以责问的口吻说：

“何谓‘以理杀人’”？“程朱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乃为合乎天理，其义至精、至正、至

明。”[49]他认为程朱理学是“至精、至正、至明”的学问，是“合乎天理”的、不能变更

的思想教条，一切思想言论应以理学为圭臬，戴震敢于批判理学，“与朱子抵触”，实在是“亘

古未有之异端邪说”，他认为戴震“名为治经，实则乱经；名为卫道，实则叛道”。实为“学

术人心之害”。[50]可以说，在清中后期对戴震进行攻击的理学家中，方东树对戴震的攻击

可谓最为系统最为全面。就像洪榜与朱筠的争论一样，针对方氏的言论，黄式三专门作《申

戴三说》为戴震辩说。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反复曲折的思想辨难中愈益闪耀出

熠熠光辉，从而确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地位。 

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振起于考据学为学术主流思潮的乾嘉时期。尽管戴震的义理思想在

当时及其后近百年的思想界激起了巨大波澜，但其历史思想价值不因反对派的攻击、非难而

失去其思想光芒；相反，戴震的学说经过友人、弟子的收集、整理和校勘，不但得以结集出

版，而且很快在江南地区知识界传播开来。在戴震义理思想的影响下，理学的神圣地位迅速

下降，朱熹不再是只可信仰不可评说的“教主”，甚至出现了“不驳朱子，即不得为通人”、

“排圣诽贤，毫无顾忌”的社会风气。[51]戴震义理思想在江南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为

清末民初再次掀起研究戴学的高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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